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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在语文教学和研究领域奋进的历程，

大致可分为探索期（1912—1922 年）、收获期

（1923—1937年）、反思期（1938—1948年）、创新

期（1949—1966年）、展望期（1978—1988年）五

个时期。

展望期（1978—1988年），是满怀希望的晚

年，用叶圣陶自己的话说是“虽邻夕死，犹欲朝

闻”。1978年3月21日，叶圣陶在北京地区语言规

划座谈会上作的题为《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

进语文教学》中说：“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

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

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

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

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

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

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

任。以往少慢差费的办法不能不放弃，怎么样转变

到多快好省必须赶紧研究，总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

得到切实有效的改进。［1］202-203

至于“怎么样转变到多快好省”，叶圣陶侧重

谈了四点。一是教育工作者要懂教育。他说：“教

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工业是把原

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农

业可不是这样。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

向一位“普普通通的语文工作者”致敬
——叶圣陶晚年对语文教学的思考

商金林

摘要：叶圣陶关于语文教育向“多快好省”转变侧重谈了四点。一是教育工作者

要懂教育，二是教师必须以身作则，三是“教法”要得当，四是语文教材必须“质文

兼美”。他认为，学好语文，掌握语言这个人类生存的工具，就能提升阅读能力、表

达能力、思维能力，丰富并深化对历史、社会、人生的认识。叶圣陶有关语文教学

“‘听’‘说’‘读’‘写’宜并重”，以及要增加“语感能力”培养的思想，至今仍然是

语文教育的箴言；“灵活自如地掌握‘语文’这个工具”，仍然是我们追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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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等，

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来满足人们的

需要。”他进而又指出“办教育比种庄稼复杂得多。

种庄稼只要满足庄稼生理上生长的需要就成，办教

育还得给受育者提供陶冶品德、启迪智慧、锻炼能

力的种种条件，让他们能动地利用这些条件，在德

智体各方面逐步发展成长，成为合格的建设社会

主义的人才。”办教育，就是要“对受教育者提供

充分的合适的条件，让他们各自发挥能动作用”，

“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2］344。

二是教师必须以身作则。语文教学应该教学

生学会运用语言文字，教学生语文知识，发展学

生的语文能力，引导学生灵活自如地掌握“语

文”这个工具。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下水”“善于

读书”“善于作文”。教师缺乏对文本最基本的理

解、缺乏写作的基本能力，怎么可以去教学生呢？

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教学工

作”也就是“教育工作”。“无论言教或是不言之

教，总之要把自己的好模样去教人，才能收到训

练和熏陶的实效。”所谓“好模样”指的是“知识

学问”和“品德修养”。［2］378-379教师不仅要善读善

写，还不可以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

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每一种功课犹

如车轮上的一根‘辐’，许多的辐必须集中在‘教

育’的‘轴’上，才能成为把国家民族推向前进

的整个‘轮子’。这个观念虽然近乎抽象，可是很 

重要。”［2］135-136

三是“教法”要得当。坚决反对“瓶子观点”

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讨论

式”。“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诱

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3］721，引导学

生在“精读”“复读”的过程中逐渐做到“领悟之

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3］721，进入“自能读书，

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3］717 的境

界。“教法”是由教师摸索出来的。诲人不倦是教

师最基本的品格，教师要像高明的园艺家培植花卉

和辛勤的老农种地那样，踏踏实实地做好“收获”

之前的“耕耘”工作，有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

获；探索多了总会找到最理想的教学方法的。“不

拘故常，深研求是”［3］725，这也可以看作叶圣陶语

文教学思想的精髓。

四是语文教材必须“质文兼美”。“质”指的

是思想内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文性”；“文”

指的是辞采和表现手法，不仅要好，而且要求更

好。叶圣陶晚年不可能像在人教社主持工作期间那

样逐字逐句审改语文教材了，但选材标准仍然是严

上加严。1976年10月，郭沫若写了一首《水调歌

头·粉碎“四人帮”》，报纸纷纷刊载，电视台和

广播电台广为传播，有关部门决定编入初中语文课

本，叶圣陶审阅时坚决不同意，说《水调歌头·粉

碎“四人帮”》“不宜用”，“一则此题目不宜为如此随

意杂凑之语，二则不合词之格律，何能谓之词”。

叶圣陶就是这样严谨，对语文教育的“定位”

十分清晰。早在1932年，叶圣陶就曾说过，人生

意义和道德良知得在“行为上表现”。文学的力

量原在感染，原在潜移默化。“违反修养，毁隳

民族精神的书籍文字固然不必看，但是想靠国文

科提倡修养，振起民族精神，却不免招致‘文字

国’的讥诮。”［1］301937年，叶圣陶在《到统一之

路》一文中再次提醒读者说：盲从舆论，一味地

鼓吹“团结”“统一”等“口号”，不在“知”上

求索，不在“行为上表现”，就会招致“中国是一

个‘文字之国’”［4］的讥诮。进而又在《略谈学习

国文》中说到学习语文，“出发点在‘知’，而终

极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

种生活的能力。这是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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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94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叶圣陶在1944年写的《国文教学的现状和理

想——〈国文教学〉作者序》中谈道：“‘五四’以

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

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

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

了平衡。”［1］109 20世纪 50年代，叶圣陶提倡语言

的纯洁健康和规范化［5］220，有人批评他“纯技术

观点”和“语文挂帅”。叶圣陶则始终坚守他的理

念，他在1952年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余自以

为颇关心我国语文之前途”。也正是出自“关心我

国语文之前途” 的心情，叶圣陶郑重指出“语文就

是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6］，语文教

育就是语言教育。语言是民族精神发展的源流，也

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学好语文，掌握语言这

个人类生存的工具，就能提升阅读能力、表达能

力、思维能力，丰富并深化对历史、社会、人生的

认识。为了语言的纯洁健康和规范化，叶圣陶反对

在语句中“搀用文言成分”［5］42 ；反对语言的“概

念化”和“公式化”［7］；批判“语言是小节，是小

道”［3］646 的错误观念。1957年 5月 20日，叶圣陶

在检讨“中小学语文教学未能于提高学生之语文能

力有切实帮助”时，极其严厉地批评教育部门“不

懂教育”，同时表示“愿与语文方面之诸同人共同

工作，希望在五年十年间，于语文教学有所改进，

学生之语文能力确有提高。1957年5月26日，叶

圣陶在作协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中，对“语

文”片面灌输“主题”“勇敢”“机警”“崇高品

质”［8］，刻意彰显“思想政治”和“文学理论”的

做法极为不满。他在1961年7月给一位中学教师的

信中写道：“我谓课本之中各体各类之文都有，书

籍报刊亦复兼备各体各类，故政治性之文而不言政

治，文学性之文而不及文学，断无此理。所谓“勿

教成”云云者，勿舍本文于一旁而抽出其政治道理

而讲之，或化作品之内容为抽象之概念与术语而讲

之也。苟如是讲课，学生即完全理会老师之所讲，

而于本文犹生疏，或竟不甚了了，此与练习读书之

本旨不合，故务必戒之也。果能引导学生细读本

文，获得透彻之理解，则学生非徒理解而已，其思

想感情必受深切之影响。语文教学之思想政治教育

之效果，宜于此求之。舍本文而大讲一通，不克臻

此也。”［3］717

虽说“语文教育”是个“常新的话题”。但从

1949年3月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

员会主任，到1966年“文革”全面发动的十六七

年间，叶圣陶始终强调语文就是“语文”，“语文”

教学应以“应用文”为主，语文课本中的“政治性

之文” 和“文学性之文”必须作为“语文教材”来

讲授；语文学习应注重“文章形式”和“技术的训

练”，循着作者的思路去“求真”，透彻地了解到

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

“文革”结束后，叶圣陶对语文教育又有了更

深入的思考，改革语文教育的心情也更加急切了。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考和高考“指挥棒”

的指挥下，中小学开始分“重点”和“非重点”，

“文件里和报上的评论里常见‘必须把重点学校

办好’的话”，“无意中透露了对‘非重点’要求

从宽”，使得“非重点”的老师、家长和学生觉得

“总归低人一等，不甚光彩”。叶圣陶要求各级领导

“说清楚分别‘重点’‘非重点’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希望对“重点”和“非重点”都必须“认真

对待”。在叶圣陶看来，“因材施教”固然是重要

教育教学原则之一，但消释“跟‘非重点’直接相

关的” 那么多人的“委屈之感”［2］295-296，是值得全

社会都要来关注的大事。教育的着眼点必须是现代

社会的“全体”，而非“个别”或“少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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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需”（造就合格的公民），而不是“应试”。

就语文教育而言，语文是陶冶性情、培育文化素养

和思想情感的学科，应当覆盖全社会和全体受教

育者，而不是少数“尖子”和“优等生”；语文是

全社会的“公器”，“是大家使用的工具，这个工

具必须磨炼得无往不利”。全社会都能正确地使用

祖国的语言了，就能“消灭”社会中“语言分歧

语言混乱的现象”，形成我们民族“现代的文学语 

言”。［3］640-641 语言纯洁健康了，就能深化我们对

人、生命、人生和世界的认知和思考，自由自在、

从心所欲地去抒发我们各自的思想情感。

1983年10月28日，好友朱光潜、王力、吕叔湘、

孙起孟、张志公、周振甫、蒋仲仁、王泗原、张中行

等在北京西四同和居共献寿觞，同贺叶圣陶九旬荣

庆。叶圣陶在答谢时说：“大家都好心说我是这个

家，那个家，我不是什么家，我只是普普通通的语

文工作者。”［9］“语文工作者”，对于叶圣陶说来，

 不仅是一个职业的定位或者一个兴趣的选择， 而且

是一种心灵的归宿。将这位“普普通通的语文工作

者”1912年至1988年七十多年间编撰的语文论著

和语文教科书汇集起来，就是我国现当代语文教育

的一部发展史。这七十多年间我国语文教育的进与

退、兴与衰、利与弊、得与失，都可以从他编撰的

论著和教科书中窥见嬗变的轨迹，同时也能看到叶

圣陶作为一位“语文工作者”的理论范式和精神 

品质。

前几天，笔者读到一本书《语文：表现与存

在》，书中写道：“要真正实现语文学科的‘革

命’，达成语文本体论的转向，形成‘新的常规科

学’，应全方位地对语文教育旧范式进行清理……

如此，我们就不能不把矛头指向以叶圣陶先生为代

表的‘为习惯所崇奉’的主流语文教育思想的整

个理论范式，并试图摧毁它。这是语文学科科学

进化的必然，是时代和语文学科赋予我们的历史

使命。”［10］25 书中还写道：“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学

领域只有一家一派：叶圣陶派”，只有“摧毁”叶

圣陶的“基本观点”，才能“建构新的语文教学

理论”。［10］23-24

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是可以批评和讨论的，

这是语文教育发展和重构新的语文教育理论范式

的需要，但“试图摧毁”之类的言论就有点“红

卫兵”色彩，所谓叶圣陶不要“人文性”的说法

也全是无的放矢。其实，“听、说、读、写” 的过

程，就是心灵与心灵、智慧与智慧的探密和交流的

过程。“听”什么、“说”什么、“读”什么、“写”

什么，以及“怎么”听、“怎么”说、“怎么”读、

“怎么”写，每个环节都得经过“心智”的过滤和

取舍，甚至还要放到时代和社会这个大氛围中进

行审视和阐释，才能到达“语语悟其神”“修辞立

其诚” 的境界。可见，要做到“会听”“会说”“会

读”“会写”，谈何容易？我们周围“会说”不

“会写”，“会写”不“会说”的人绝非个别现象，

即便那些能“说”会“写”的演说家和诗人学者们

也常常会有“难以言传”的懊恼，常常会有“书到

用时方恨少”的叹惜。

这就难怪人们会有“人是语言的囚徒”之类

的感叹了。我们不得不用语言，但“我们永远无

法表达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正式场合

发言时，往往总得照着稿子念，开口就是“朗诵

腔”，不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缺少点“自由谈”

的风趣；至于“写”，也很难做到得心应手，完

美无缺。这些都是语文水平亟待提升的例证。“语

文是成才的第一要素”，要“成才”就必须学好

语文。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圣陶有关语文教学

“‘听’‘说’‘读’‘写’宜并重”，以及要增加

“语感能力”培养的思想，仍然是语文教育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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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自如地掌握‘语文’这个工具”，仍然是我

们追赶的目标。21世纪，由于信息和传播媒介空

前发达，更由于人类新观念的空前开阔，“语文”

教育承担的使命更加光荣而艰巨，盼望学界能有更

多的像叶圣陶这样的“普普通通的语文工作者”，

热爱语文教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提高语文

教学质量，为提高全民族的语文素质而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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